
 

 

省际对口支援与农户生活水平提升
−基于消费视角的实证检验

徐    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经济贸易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中国脱贫攻坚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减贫奇迹，文章以贫困户生活消费水平为研究视

角，考察脱贫攻坚实践中省际对口支援的重要作用。文章基于 2000−2014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

用合成控制法评估了对口支援对当地农户生活消费水平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显著推进

了受援地区农户人均生活消费总支出水平，政策净处理效应约为 21%−24%。这一结果在多种稳健

性检验下保持一致。从消费明细看，在对口支援实施后相较于对照组地区，受援地农户各项生活消

费支出均有提升，尤其是食品、居住和交通通信的消费攀升较为明显。对于上述结果，文章结合对口

支援制度和政策实践进行了机制识别与理论解释。文章采用农户家庭恩格尔指数这一相对贫困指

标对上述结果进行验证，发现农户食品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显著下降，这表明对口支援提升

了农户收入水平，并且农户恩格尔指数的降低并不是以食品消费支出的下降为代价。这意味着对口

支援真正改善了本地农户生活水平，因而文章为对口支援在中国脱贫奇迹中的突出贡献提供了直

接证据。文章的研究对于在当前新发展阶段下，推进和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一定

的现实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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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消费关系到内需增长和民生福祉，内需不足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体现之

一。长期以来，依靠外需的增长模式使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日益增大。在当前国际

国内环境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尽管中国消费增长率在

2011 年以后开始超过经济增长率，并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提升，但中国居民消费率

依然严重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内需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

素（陈斌开和李涛，2019）。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今后农村工作的重点，并提出“深化拓展消

费帮扶”。当前在新发展格局下，农户增收和增强消费，既关系到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

的有效衔接，也关系到借助消费需求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发挥消费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基

础性和引领性作用，这是摆在“十四五”期间的核心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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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注到在中国脱贫攻坚的减贫实践中，省际对口支援对改善当地农户生活水平的重要

作用。在理论上，省际对口支援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影响农户生活消费水平。第一，在宏观经济

增长层面，对口帮扶可以推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刘金山和徐明，2017），进而为提升本地整

体消费层次奠定宏观经济基础。第二，在微观个体就业和消费能力层面，对口支援的产业帮扶会

创造大量本地就业机会，可以促进本地农户就业率，进而提升其收入和消费水平。并且，援建项

目可以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提升农户收入水平。第三，在稳定预期和消费信心层面，对口支

援的民生援建项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贫困地区农户的饮水、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基本生活

保障问题。因此，农户的消费预期会稳定下来，消费信心得以增强，这会极大推进农户的各类生

活消费水平。根据凯恩斯经典消费理论，影响农户消费最直接的因素是当期收入水平。此外，弗

里德曼恒久收入消费理论表明，农户的预期因素也会影响其当期消费意愿。

从实践看，相对于收入水平，农户的消费支出水平更能反映其贫困程度和生活状态（徐月宾

等，2007；尹志超和郭沛瑶，2021）。本文以贫困区农户生活消费水平为分析视角，以全国东中部

19 省市横向对口支援新疆作为政策冲击，研究“省际对口支援政策对当地农户生活消费水平的

影响效果”这一重大现实议题，这对于当前巩固以及拓展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具有直接的现实

意义。本文基于 2000−2014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合成控制法，评估了对口支援的政策效

果。结果发现：省际对口支援大幅度推进了受援地区农户真实的消费水平相对于潜在水平的差

值，这一结果经过多种稳健性测试保持一致。并且，从农户生活消费明细项看，对口支援实施后，

农户食品烟酒消费、衣着消费、居住消费、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交通通信消费均有实质性改善。

这表明，对口支援确实提升了当地农户生活水平。对于上述政策效果，本文从对口支援导致的本

地特色优势产业增收效应、收入和就业增长效应、住房等民生项目的保障效应三种视角进行了

机制识别和理论阐释。此外，本文采用农户恩格尔指数进行验证，发现实证结果与经济理论相

一致。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在研究内容上，本文为脱贫攻坚过程中对口支援发挥的重要作用提

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对于中国 2020 年后相对贫困阶段的扶贫战略转型和乡村振兴具有借鉴

和参考价值。第二，在研究视角层面，本文重点以农户消费水平为研究视角，采用政策评价中的

合成控制法（SCM）和双重差分法（DID）等实证技术进行政策评估，为深入探讨对口帮扶政策的

减贫效应提供了一个研究思路。与对口支援的同类研究相比（刘金山和徐明，2017），本文更关注

政策对微观贫困户的影响，更有利于考察政策的有效性。并且本文从省际间横向转移支付的新

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减贫实践政策评估领域的学术成果。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对口支援的制度背景，并回顾和评述现有文献；

第三部分介绍本文采用的合成控制法和数据来源；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呈现、机制识别和经济

解释；第五部分是对实证结果的拓展分析和进一步验证；第六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启示。

二、制度背景与文献回顾

（一）制度背景

对于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极度贫困基本上发生在农村地区（罗知

等，2018），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农村地区。在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中国长期以来面

临东中西部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以及城乡差异过大的现实问题。对此，中央政府陆续推出了“八

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 年）和“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 年）以及东西部扶贫协作（1996 年和

2016 年）等区域政策，旨在促进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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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重点支持这些区域的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生产活动和农民基本生活福祉。

本文重点关注另一类大型区域政策，即省际对口支援。2010 年，为推进全国不同区域平衡

发展和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以尽快帮助边疆民族地区摆脱贫困，中央政府动员全国东部和中

部 19 省市对口支援新疆地区 12 个地（州）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2 个师的经济建设。政策要

求建立起人才、技术、管理、资金等全方位对口支援新疆的有效机制，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

先位置，着力解决当地群众就业、教育、住房等基本民生问题以及支持当地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刘金山和徐明，2017）。可以发现，本次省际对口支援与其他同类区域政策一样，将贫困地区民

生问题放在优先位置，旨在促进当地尤其是农村地区农户民生福祉和生活福利水平的提升。

省际对口支援是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度创新，在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协调发展和脱贫攻

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2021 年 2 月 25 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充

分肯定了对口支援的制度创新。中央“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坚持和完善

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等机制，调整优化东西部协作结

对帮扶关系和帮扶方式，强化产业合作和劳务协作。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完善乡

村水、电、路、气、邮政通信、广播电视、物流等基础设施，提升农房建设质量，推进城乡基本公共

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增加农村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服务供给。”这意味着，本文关注的

对口支援制度得到中央层面的充分肯定。并且，对口支援和乡村振兴等诸多政策的初衷目标十

分明确，就是要保障欠发达地区民生公共品供给，改善当地农户生活水平状况。

本文正是在省际横向对口支援新疆发展的制度背景下，以受援地区农户生活消费水平的相

对变化，考察对口支援在实践执行中的政策效果。图 1 展示了新疆、剔除新疆之后的西部、中部

“农户消费占城乡居民总消费比重”和“农户人均消费占人均生产总值比重”分年度的变化趋

势。初步看，相较于政策实施之前，受援地区（新疆）农户消费相对水平在对口支援实施之后与西

部其他地区以及中部地区的差距在明显缩小。这可能与 2010 年实施的省际对口支援政策存在

关联，后文将采用更严格的实证技术进行因果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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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区域农户消费相对水平对比效果

 

（二）文献回顾

中国转移支付制度可以分为中央对地方的纵向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转移支

付。关于中央转移支付的文献较多（徐明，2021），然而针对横向转移支付的研究十分有限，并且

主要集中在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方面。而对口支援是中国区域发展理论体系和政策制定的

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横向转移支付模式。省际对口支援边疆，是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政

策和跨域协作治理实践，蕴含着国家治理理念与逻辑（丁忠毅，2018）。一些学者系统阐述了对口

支援边疆地区政策起源、演进和体系（赵明刚，2011）。另一些文献基于府际关系（李瑞昌，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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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转移支付（王玮，2010）、区域合作治理（丁忠毅，2018）、地震灾后援建（卢晶亮等，2014）以及政

策有效性（刘金山和徐明，2017）等视角进行研究。在经济社会实践中，对口支援制度逐渐形成了

对边疆地区、重大工程、灾害损失严重地区的对口支援三种主要模式（赵明刚，2011）。事实上，早

在 1996 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新思路，此后对口支援多应用

于扶贫开发工作中，比如 2016 年大规模开展和调整东西部扶贫协作结对关系，以应对 2020 年脱

贫攻坚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众多文献对于区域政策与受援地区农户生活水平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评估了各类区域政策

的增收效应。比如，一些文献基于印度、菲律宾以及非洲贫困地区扶贫实践，考察了农业、健康、

教育、基础设施的各类公共政策对当地农户收入的影响效果（Lal 和 Sharma，2009；Conchada 和

Rivera，2013；Mitchell 等，2018）。就中国经验而言，大量文献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毛捷等，

2012）、国家贫困县设立（张彬斌，2013）以及精准扶贫（李芳华等，2020）等政策为研究视角，评估了

政策对当地农户收入提升的积极作用。在居民消费层面，部分文献评价了税费改革（汪伟等，

2013）、公共卫生投入（毛捷和赵金冉，2017）以及精准扶贫政策（尹志超和郭沛瑶，2021）对居民消

费的影响效果。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第一，关于区域政策对农户生活水平的影响，大部分研究集中在收入

层面进行研究，针对农户消费的研究比较少。本文认为，相对于收入而言，消费水平更能反映农

户生活状态和福利水准。第二，针对中央转移支付的研究非常丰富，但关于省际横向转移支付的

研究十分有限。就对口支援评估而言，大部分属于定性分析，采用严格的实证技术进行定量评估

的研究较少（徐明和刘金山，2018）。而区别于同类研究中以受援地区经济增长作为研究视角（刘

金山和徐明，2017），本文直接考察政策对微观居民个体的生活水平的影响，可以更直观评估政策

的有效性。鉴于此，本文结合当前新发展格局下，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一现

实背景，以农户生活消费为分析视角，评估省际对口支援对受援地农户生活水平的影响效果，从

而丰富了本领域政策评价的实证研究成果。

三、估计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估计方法

本文旨在考察于 2010 年开始实施的省际对口支援政策对新疆本地农户生活消费水平的影

响效果。一个直观的想法是利用双重差分方法（DID）进行估计，然而这一方法要求处理组样本和

对照组样本在政策干预前满足平行趋势假定，由于全国不同区域存在较大地区差异，上述要求

在 现 实 环 境 中 很 难 得 到 完 美 满 足 ， 因 而 容 易 导 致 政 策 评 估 出 现 偏 差 。 针 对 以 上 现 实 问 题 ，

Abadie 等（2010）基于 Abadie 和 Gardeazabal（2003）的想法，提出运用合成控制法（SCM）构造虚拟

的合成对照组，克服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基本思路为，基于不在政策覆盖范围内的其他

省区的合理加权组合构造出一个和处理组相似的对照组，以避开直接寻找合适参照组的困难。

J+1

J T

T0 i = 1 ∼ J+1 t = 1 ∼ T YN
it i

t Y I
it i t

基于本文研究目标，假设观测到 个省区农户家庭消费支出情况，其中第 1 个省区（新疆）

受到对口支援政策的影响，其余 个省区为对照组地区。各省区 期的农户消费情况可以观测。

用 表示对口支援之前的 2009 年。对于各省区 和年份 ，用 表示省区 在年

份 没有受到政策影响的结果， 表示省区 在年份 受到对口支援政策影响的农户消费情况。

Yit = YN
it +Ditαit YN

it Dit

Yit = YN
it

T0 αit t > T0 αit = Y I
it −YN

it =

设定模型 。 是受援省区（新疆）接受支援之前的农户消费情况， 为是否受

到支援虚拟变量（若是赋值 1，否赋值 0）。对于没有受到支援的省区，有 ，由于只有第 1 个

省区在年份 之后受到对口支援政策的影响，本文目标是估计出 。当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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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 −YN
it Yit YN

it αit， 是可以观测的新疆农户消费情况。因而，需要估计 ，以得到 ，即为对口支援政策效

果。下面参照项目评价文献中反事实状态研究框架，构造省区潜在的农户消费决定方程：

YN
it = γt + θtZi+λtµi+εit （1）

Zi γt λt (1×F) µi

(F ×1) εit

YN
it

(J×1) W ∗ = (w∗2, · · ·,w∗J+1)
′

J WJ ⩾ 0 w2+ · · ·+wJ+1 = 1 W

其中， 为一系列预测控制变量， 为时间趋势， 为观测不到的 维共同因子， 为无法观测

的 维省区固定效应，误差项 为各省区无法观测的临时冲击，其均值为零。可以发现，方程

（1）拓展了一般情形下的固定效应双重差分模型。为了估计对口支援的政策效果，需要估计第

1 个省区（新疆）如果没有对口支援的农户消费结果 ，可以通过对照组省区的加权近似模拟处

理组（新疆）本地农户消费特征。因此，需要求出一个 维权重向量 ，满足任

意的 ， ，并且 。用 作为权重的合成控制的结果变量为：

J+1∑
j=2

w jY jt = γt + θt

J+1∑
j=2

w jZ j+λt

J+1∑
j=2

w jµ j+

J+1∑
j=2

w jε jt （2）

W ∗ = (w∗2, · · ·,w∗J+1)
′假设存在一个向量组 满足：①

J+1∑
j=2

w∗jY j1 = Y11 · · · · · ·
J+1∑
j=2

w∗jY jT0
= Y1T0

并且
J+1∑
j=2

w∗jZ j = Z1 （3）

T0∑
t=1

λ′tλt如果 为非奇异（non-singular），则有下式：

YN
1t −

J+1∑
j=2

w∗jY jt =

J+1∑
j=2

w∗j
T0∑
s=1

λt(
T0∑
t=1

λ′tλt)−1λ′s(ε js−ε1s)−
J+1∑
j=2

w∗j(ε jt −ε1t) （4）

T0 < t ⩽ T
J+1∑
j=2

w∗jY jt YN
1t YN

1t α̂1t = Y1t −
J+1∑
j=2

w∗jY jt α1t

Abadie 等（2010）证明在一般条件下，上式的右边将趋近于 0。因而，对于 ，可用

作为 的无偏估计近似 ，从而 即可作为 的估计。②

（二）样本与数据

鉴于直辖市的特殊性和不可比性，本文合成控制法的研究单元限定为 27 个省区样本（23 个

省份和 4 个自治区）。考虑到 2015 年全国层面精准扶贫大范围铺开等其他政策对本文对照组样

本造成的潜在影响，本文采用 2000−2014 年期间全国 27 个省级年度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评

估。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以及 2001−2015 年《中国统计年鉴》。此外，在下文稳健性检验

和拓展分析中，以地级市为研究单元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估计，为使得政策干预前的平

行趋势尽可能得到满足，样本区间界定在 2006−2014 年，数据来源于 2007−2015 年《中国区域经

济统计年鉴》。

四、实证结果分析及其经济解释

（一）基本估计结果

本文目标是通过加权全国其他省区，以此模拟假设没有对口支援干预的新疆潜在结果变量

（农户人均生活消费），然后与真实的新疆结果变量对比，从而估计政策净处理效应。参考同类相

关文献，选取影响农户消费支出的预测控制变量包括：政策干预前的农户人均消费水平、人均

GDP（以 1978 年为基期进行消去通胀处理）、城镇化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第一产业和第二

  2022 年第 2 期

① 这里不仅使对口支援干预前的处理组农户消费与通过加权合成的农户消费相同，同时也使影响农户消费的因素相同。

α̂1t w∗ w∗ ||X1 −X0W || w∗

||X1 −X0W ||V =
√

(X1 −X0W)′ V (X1 −X0W)

②  为求出 ，需知道 ，可通过近似解确定合成控制向量 。选择最小距离 以确定权重向量 ，利用函数表达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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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结 构 、 外 商 投 资 率 （ 以 当 年 汇 率 计

算）、城乡居民储蓄率和教育水平。

图 2 报告了合成控制法估计的政策

效果。表 1 列示了合成省区和权重，其中

甘肃、贵州和青海三个西部地区权重最

大。表 2 进一步报告了政策干预之前的

拟合效果，可以发现合成控制法较好地

拟合了处理组在政策干预之前的基本特征。
 

表 1    合成新疆的对照组省区权重

对照组地区 吉林 山西 海南 甘肃 贵州 青海

权重 0.123 0.034 0.180 0.198 0.195 0.269
 
 

图 2 显示，本文选取的预测控制变

量实现了对政策干预之前新疆农户人均

消费真实增长路径的良好拟合，这是后

续政策评估的基本前提。2010 年对口支

援政策干预后，新疆真实的农户人均消

费 与 其 合 成 值 逐 渐 发 生 偏 离 ， 其 中

2013 年达到最大，2014 年有所回落。以

图 2 为基础，图 3 进一步展示了分年度的

结果变量真实值与拟合值的偏离值。数

据显示 2010−2014 年，对口支援的政策

处理效应分别为：128.27 元、456.86 元、

829.98 元、1 038.49 元和 565.51 元，5 年平

均效应为 603.82 元。这意味着在相对水

平 上 ， 相 较 于 2000−2009 年 平 均 水 平

（1 910.34 元），对口支援显著促进新疆本

地 农 户 人 均 消 费 增 长 31.61%（ 603.82/
1 910.34），或相较于 2006−2009年平均水

平（2 506.34 元），对口支援显著促进新疆

本地农户人均消费增长 24.09%（603.82/
2 506.34），此处转化是为了与下文稳健性

检验中双重差分估计结果可比。此处，合成控制法估计结果表明，对口支援确实推进了受援地农

户生活消费水平提升。

（二）有效性检验：安慰剂法

为考察上述估计结果是否被其他未观测到的因素所影响，或仅仅是一个偶然结果，接下来

在反事实框架下，在伪时间维度和伪样本维度层面，进行虚假政策冲击安慰剂检验，以增强本文

基准结果的可信度。

1. 将干预前置的反事实检验

本文关注的真实处理组地区位于中国西部，在其发展过程中与许多政策存在关联。本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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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真实新疆和合成新疆对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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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真实新疆和合成新疆差值分布

表 2    预测变量真实值与拟合值对比
（2000−2009 年均值）

变 量 真实新疆 合成新疆

农户人均消费支出（元） 1 910.34 1 908.70

人均 GDP 实际值对数（元） 7.87 7.50

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36.46 36.1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占 GDP 比重（%） 51.84 51.79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19.07 19.05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42.89 42.21

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占 GDP 比重（%） 6.44 61.89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 GDP 比重（%） 67.33 71.35

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占总人口比例（%oo） 25.75 25.72

徐    明：省际对口支援与农户生活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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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截断在 2000 年，可以剔除西部大开发的影响，但样本期间内的其他政策也会混淆本文估计，

比如 2008 年 4 万亿政策等。鉴于此，借鉴文献 Hung 和 Wang（2014）的做法，将对口支援干预时间

前 置 2 年 ， 以 构 造 虚 假 的 政 策 冲 击 时 点 2 0 0 8 年 作 为 本 文 的 反 事 实 模 拟 。 此 处 ， 剔 除 了

2010−2014 年的观测值，以避开 2010 年真实对口支援的影响。反事实模拟检验结果报告了图 4。

图 4 显示，尽管虚假政策冲击之前的拟合情况没有图 2 完美，但合成的农户消费路径基本可以反

映真实值路径趋势，并且 2008−2009 年的反事实干预效果表明，真实农户消费路径不仅没有高

于潜在路径，反而比潜在的拟合路径更低。因而，此处伪时间维度的反事实检验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排除对口支援干预之前四万亿政策等其他政策的影响。

2. 安慰剂检验之排序检验

上文图 2 基准合成控制法虽然估计了对口支援处理效应，但上述估计结果是否存在统计显

著性依然无法确定。Abadie 等（2010）提出一种类似统计中秩检验的排序检验方法，通过判断是

否还存在其他省区样本真实农户消费和合成农户消费出现与新疆类似的特征以及发生的概率，

从而达到检验对口支援干预效果在统计上是否显著的目的。按照这一思路，在本文 27 个对照组

省区样本中随机选择一个样本，并假设在 2010 年受到政策冲击，然后按照合成控制法估计干预

效果。如果新疆样本处理效应与随机产生的 26 个省区虚假的反事实效果的差距足够大，并且真

实值与拟合值差值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则表明本文基准合成控制估计的对口支援在新疆的处理

效应是显著的。

27 个省区样本的合成控制差值分布如图 5 所示。其中，实线为新疆样本的效果，虚线为

26 个反事实样本的效果。此外，剔除了内蒙古、江苏和浙江这三个拟合效果较差的样本。 ①

图 5 显示：第一，在真实的政策冲击时点 2010 年之前，大部分反事实样本的平均预测标准差

（APSD）大于新疆样本。第二，目前展示的 23 个反事实样本在 2010 年之后的变异程度（差值分

布）均低于新疆样本，并且一些样本的大幅度变异不在 2010 年（或前或后）。因此，根据上述排序

检验思想，本文基准模型估计的新疆样本受对口支援政策影响，至少在 5% 显著性水平上是可信

的。换言之，本文观测到的新疆农户人均消费水平在 2010 年后大幅提升其实是个小概率事件，

而这一事件的发生正是对口支援干预所致。

（三）稳健性检验：双重差分法

为进一步验证合成控制法估计的处理效应，接下来以 2006−2014 年中国西部地区地级城市

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如下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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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新疆和其他省区预测变动程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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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剔除的依据是根据各样本估计产生的平均预测标准差（APSD）大小。理论上，如果平均预测标准差比较大，说明政策干预之前的拟合

效果不好，因而以政策干预后真实值与拟合值的差值分布显示的政策效果可靠性就较弱。目前，文献中没有统一的操作标准，本文参照王贤

彬和聂海峰（2010）的标准，剔除平均预测标准差为新疆平均预测标准差 2 倍以上的反事实对照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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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 UMit = β0+β1×Treati×Postt +β×Xit +γi+λt +µit （5）

其中，下标 i 表示城市，t 表示年份；CONSUMi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农户人均生活消费（取对数），

Treati 为某城市是否被对口支援干预，即新疆受到政策覆盖的城市赋值 1（处理组），西部其他地

级城市赋值 0（对照组）；Postt 为政策干预时点 2010 年前后；Xit 为同类研究中使用的一系列常规

控制变量。此外，上述模型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且标准误在城市层面聚类计算。

表 3 中模型 1−3 报告了双重差分估计结果，模型 4 和 5 是平行趋势检验。模型 1−3 显示，逐

步添加控制变量，实证结果保持稳定，均支持对口支援推进受援地区农户人均消费显著提升的

基本结论。模型 4−5 采用的是政策干预之前的观测值。其中，模型 4 表明，对口支援干预之前，

处理组和对照组农户人均生活消费对数值不存在显著差异；模型 5 表明，相对于基期 2006 年，

2007−2009 年不存在显著差异，即政策干预前的平行趋势得到满足。因而，模型 1−3 的估计结果

的有效性可以得到保证。此外，双重差分的估计结果（约 21%）与前文合成控制法估计结果（约

24%）较为接近，这表明上文合成控制法的基准结果具有较大程度的可靠性、稳健性和精准性。①

表 3    稳健性检验：DID 估计

全样本：2006−2014 年 平行趋势检验：2010 年之前样本

（1） （2） （3） （4） （5）

Treat×Post 0.205*** 0.199*** 0.203***

（0.058） （0.074） （0.073）

Treat 0.116

（0.113）

Treat×Year2007 0.002

（0.029）

Treat×Year2008 −0.011

（0.033）

Treat×Year2009 −0.070

（0.053）

一产比重 −0.001 0.003 0.002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二产比重 −0.000 0.001 0.001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4） （0.004）

人口密度 1.162 1.236 1.170 0.091 −0.462

（0.883） （1.169） （1.187） （0.133） （1.628）

人口增长率 −0.001 0.001 0.001 −0.001 0.005

（0.002） （0.002） （0.002） （0.003） （0.003）

外商投资比重 0.019* 0.018*

（0.010） （0.010）

城镇化率 0.002

（0.002）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徐    明：省际对口支援与农户生活水平提升

① 此处双重差分估计（DID）与前文合成控制估计（SCM）的区别在于，SCM 是以新疆全区为分析单元，DID 是以新疆地级市（州）为分析单

元，并且剔除了不在政策覆盖范围内的新疆乌鲁木齐市和克拉玛依市。由于本文考察的是农户人均生活消费，首府乌鲁木齐市和石油城市克

拉玛依市的农户较少，因而地级城市样本与新疆全区省级样本依然是可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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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机制检验及其经济解释

上文合成控制法和双重差分法的实证结果表明，对口支援对受援地区农户人均生活消费的

平均处理效应约为 21%−24%。接下来结合前文理论分析，检验对口支援推进当地农户消费水平

提升的渠道机制。

理论上，来自全国 19 省市的对口支援政策会推进新疆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简称“农林牧

渔”）等本地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农户人均纯收入（简称“农户收入”）提升、就业增加、农户住房面

积（简称“住房面积”）改善等诸多方面。因而，本文结合对口支援实践举措，以上述潜在渠道机制

检验政策对受援地农户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简称“农户消费”）的影响路径，实证估计报告为表 4。

结果表明，政策至少可以在以下三个层面发挥积极作用。①

 
表 4    机制检验

（1）Ln
（农林牧渔）

（2）Ln
（农户消费）

（3）Ln
（农户收入）

（4）Ln
（农户消费）

（5）Ln
（就业数）

（6）Ln
（农户消费）

（7）Ln
（住房面积）

（8）Ln
（农户消费）

Treat×Post 0.184** 0.153*** 0.347*** 0.206*** 0.084*** 0.203*** 0.120* 0.191**

（0.071） （0.057） （0.071） （0.050） （0.024） （0.057） （0.064） （0.090）

Ln（农林 0.362***

牧渔） （0.057）

Ln（农户 0.613***

收入） （0.091）

Ln（就业 0.076***

数） （0.021）

Ln（住房 0.146*

面积） （0.07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3.655*** 6.442*** 5.393*** 2.732*** 4.788*** 7.367*** 8.404*** 6.126***

（0.352） （0.348） （0.879） （0.701） （0.285） （0.280） （0.354） （0.729）

N 710 636 726 680 700 635 573 567

adj.R−sq 0.935 0.925 0.610 0.930 0.037 0.913 0.112 0.904

　　注：*、**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续表 3    稳健性检验：DID 估计

全样本：2006−2014 年 平行趋势检验：2010 年之前样本

（1） （2） （3） （4） （5）

_cons 7.437*** 7.271*** 7.273*** 7.632*** 7.742***

（0.279） （0.365） （0.364） （0.264） （0.448）

N 680 583 583 320 320

adj.R−sq 0.921 0.918 0.918 0.800 0.805

　　注：*、**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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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的分类标准是基于决定消费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凯恩斯）和恒久收入消费理论（弗里德曼）而划分的。前两种效应考察的是绝对

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农户的绝对收入主要来自其经营的农业活动（第一种效应）或工资性收入（第二种效应）。第三种效应考察恒久性收入对消

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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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本地特色优势产业的增收效应。理论上，农户经营农业生产活动的增收效应是大部

分农户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形式之一，因而根据凯恩斯绝对收入消费假说，这会直接决定农户

的消费水平。帮扶本地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是政策的一项重要目标。数据显示，在对口支援启动

后的 1 年（2011 年），19 省市的援助资金中就有 18.8 亿元主要用于支援受援地特色产业发展及产

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上海在喀什地区援建智能温室农业园、阳光温室大棚、智能滴灌农

业试点项目、家禽养殖基地以及鲟鱼养殖试验等项目；天津在和田地区援建节能温室蔬菜大棚、

食用菌大棚、经济林滴灌项目以及储鲜库、仓库和加工车间等；江苏在伊犁州援建现代化高科技

智能温室戈壁产业及农业科技示范园等。表 4 中模型 1 显示，对口支援显著促进了本地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增长。模型 2 进一步表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收是对口支援推进农户消费攀升的

重要机制。

第二，收入和就业的增长效应。不同于第一种效应，这是提升农户收入进而决定消费的第二

种路径。比如，农户可以通过非农就业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当然，也可能是通过在农场雇佣获得

的工资性收入。因而，也会在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的作用下，对农户消费产生直接的推进作用。

对口支援对本地产业帮扶引致的农户纯收入增长和就业机会增加，是政策促进本地农户消费水

平提升的重要因素和关键条件。比如，江苏在伊犁州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推动农牧区

农牧业发展，这会促进农户纯收入水平提升；在“十三五”期间，浙江在阿克苏地区和阿拉尔市投

资近百亿元，解决当地十万人就业；天津在和田地区通过“万副地毯架工程”吸纳本地妇女就近

就业，既创造了灵活的就业岗位，又发展了当地特色产业；广东在喀什引进思科电子、广新棉纺、

非一达袜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创造和带动本地就业岗位近 1 万个。表 4 中模型 3 和 5 表明，对

口支援推进了本地农户收入提升和就业增加。模型 4 进一步表明，对口支援导致的农户收入增

长是政策影响农户消费水平的最关键和最直接的渠道机制。此外，模型 6 表明，由于就业增长

（比如在附近城镇打工）是农户收入提升的来源之一，因而就业增长也是政策影响农户消费的一

条渠道机制。

第三，民生项目的保障效应。理论上，按照弗里德曼恒久收入消费理论的逻辑，农户基本民

生福祉得到保障后的消费信心，是提振其消费意愿的又一重要因素。可以预期，农户住房等民生

项目的保障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农户消费水平。根据政策要求，对口支援把保障和改善民

生置于优先位置，着力解决受援地区就业、住房等基本民生问题。2011 年全国 19 省市帮扶资金

共 110 亿元，其中 80% 用于当地安居富民、棚户区改造等民生工程。比如，2011 年广东对喀什地

区的帮扶中 75% 用于民生项目，建成喀什地区农村富民安居房近 2 万户；2011 年天津在和田地

区完成 1.2 万户安居富民建设任务等。表 4 中模型 7 表明，对口支援显著扩大了受援地农户居住

面积。模型 8 进一步表明，农户住房等基本民生问题得到保障后，各类生活消费水平会得到提

升。这意味着，以农户住房为代表的民生条件改善，也是对口支援影响受援地农户消费水平的一条渠道

机制。

综上，省际对口支援可以通过本地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增收效应、收入和就业增长效应、住

房等民生项目的保障效应三种机制推进农户生活消费水平。根据凯恩斯消费理论和弗里德曼恒

久收入消费理论，影响受援地区农户消费最为关键和最为直接的因素是收入，其次是农户住房

等民生保障得到落实后的预期因素。此外，从理论上讲，收入分配改善也会对农户消费产生积极

推进作用。有研究表明对口支援政策效果可以兼顾受援地经济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趋同双重目

标（徐明和刘金山，2018），进而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来促进农户消费。

徐    明：省际对口支援与农户生活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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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进一步展示了新疆农户家庭人均纯

收入及其收入明细项年度变化趋势。 ①可以

发现，对口支援实施后，受援地农户人均纯收

入，尤其是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

收入增长比较明显，这进一步验证了表 4 的

实证发现。而在收入增长预期下，农户的消

费水平会得到进一步稳固和强化。后文图 8
显示，农户各类消费水平均有所提升，其中食

品 、 居 住 和 交 通 通 信 等 消 费 攀 升 尤 为 明 显 。

就 理 论 而 言 ， 收 入 增 长 是 促 进 消 费 最 直 接 的 因 素 ， 接 下 来 借 助 农 户 恩 格 尔 指 数 （ Enge l ' s
Coefficient）考察农户消费与收入增长的内在联系。

五、进一步研究

（一）对农户恩格尔指数的考察

本文以农户食品消费占其生活消费总支出比例度量的恩格尔指数作为相对指标，反映农户

家庭的相对贫困状况（张亦然，2021）。恩格尔指数可以度量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根据联合国给

出的标准，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指数大小可以显示 6 种生活水平：贫穷（大于 60%）、温饱

（50%−60%）、小康（40%−50%）、相对富裕（30%−40%）、富足（20%−30%）和极其富裕（20% 以下）。②

理论上，随着收入的提升，家庭总生活消

费 支 出 中 用 于 食 品 消 费 的 比 例 会 下 降 。 因

而，在本文的研究情景中，如果农户家庭恩格

尔指数降低，则表明农户收入和生活水平在

提升。图 7 展示了新疆、西北（剔除新疆）和西

部（剔除新疆）三个区域历年农户家庭恩格尔

指数的平均水平。图 7 表明，无论是以西北

4 省（区）作为对照，还是以西部 11 省（区、市）

作 为 对 照 ， ③ 对 口 支 援 覆 盖 的 新 疆 地 区 在

2010 年开始接受全国东中部 19 省市对口支

援后，其农户家庭恩格尔指数处于快速下降态势（从联合国标准的小康迈向相对富裕），并且与西

北平均值差距在缩小，与西部平均值差距在扩大。这意味着，对口支援实施后，新疆农户收入水

平得以较大幅度提升。这验证了上文图 6 展示的典型事实和直观发现。

接下来以 2006−2014 年中国西部地级面板数据为基础，继续采用双重差分实证技术验证

图 7 展示的初步发现。表 5 报告了实证估计结果。模型 1−2 表明，在控制常规变量以及双向固

定效应后，相对于西部其他地区，对口支援显著降低了新疆本地受援地农户恩格尔指数，并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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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采用的是新疆省级样本，考虑到地级市样本收入数据存在部分缺失，没有采用，但两者的基本趋势是一致的。

② 中国关键年份的恩格尔指数显示：平均意义上中国在 1978 年属于贫穷级别（全国平均值为 60%，其中农村 68%、城镇 59%），在

2003 年属于小康级别（全国平均值为 40%，其中农村 46%、城镇 37%），在 2015 年属于相对富裕级别（全国平均值为 30.6%），在 2019 年属于

富足级别（全国平均值为 28.2%）。

③ 此处西北 4 省（区）是指：青海、宁夏、甘肃、陕西；西部 11 省（区、市）是指：青海、宁夏、甘肃、陕西、贵州、云南、西藏、四川、重庆、内蒙

古、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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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效应并不是以农户食品消费绝对值的下降作为代价。①模型 3 以农户人均纯收入对数值交乘

构建三重差分检验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随着农户收入改善，其恩格尔指数的确在下降，因而本文

实证结果与经济理论是一致的。模型 4 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值交乘，以检验农户恩格尔

指数是否会被城镇居民收入所调节，此处旨在观测是否可以证伪模型 3 的结果。模型 4 显示的

结果表明，农户恩格尔指数的变化并不会被城镇居民收入所影响。因而，此处检验进一步增强了

本文的基本结论。
表 5    拓展分析：考察农村家庭恩格尔指数

基准 DID 回归分析 DDD：调节效应 DDD：证伪检验

Ln（农户人均食品支出） 农户恩格尔指数（食品支出/生活消费支出）

（1） （2） （3） （4）

Treat×Post 0.115** −2.931** 38.042 83.856

（0.052） （1.273） （23.763） （86.761）

Treat×Post×Ln（农户人均收入） −4.746*

（2.774）

Treat×Post×Ln（城镇人均收入） −8.982

（9.105）

两两交互项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6.753*** 42.581*** 43.696*** 44.878***

（0.436） （14.554） （14.192） （14.808）

N 674 674 674 660

adj.R−sq 0.829 0.236 0.245 0.238

　　注：*、**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二）进一步验证：事实与证据

下面，借助图形展示受援地区农户人均生活总消费支出以及各明细支出在时间维度上的变

化趋势，以提供对口支援冲击影响受援地区农户各类消费（生活水平）的事实和证据。图 8 显示

了 2002−2014 年间，新疆、西北和西部（与上文保持一致，此处西北和西部均剔除新疆）三个区域

的农户人均生活总消费、食品烟酒消费、衣着消费、居住消费、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交通通信消

费的相对变化趋势。可以发现，总体上看，相对于西北和西部平均水平，新疆农户各类消费支出

在 2010 年对口支援政策实施之后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食品、居住和交通通信这三类消

费水平攀升尤为突显。这与对口支援政策的基本民生导向相符合。根据对口支援政策内容和实

现目标，对口支援把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力争在第一阶段（2010−2015 年）在重点

民生任务上取得明显成效。此处图 8 展示的事实和证据意味着，至少在农户消费层面，对口支援

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政策的民生福祉目标，明显改善了本地农户民生生活水平。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中国脱贫攻坚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减贫奇迹。本文使用 2000−2014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运用政策评价中的合成控制法评估了省际对口支援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的突出贡献。首先，本文

徐    明：省际对口支援与农户生活水平提升

① 此处表 5 中模型 1 以及上文稳健性检验表 3 中模型 1−3，表明对口支援同时推进了受援地区农户食品消费支出提升和生活消费总支

出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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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对口支援推进本地农户生活消费水平提升的直接证据。合成控制法（SCM）的估计结果显

示，相对于受援地区农户人均消费的潜在增长趋势，对口支援显著促使农户真实人均消费水平

攀 升 约 24%。 上 述 结 果 通 过 了 安 慰 剂 等 稳 健 性 检 验 ， 并 与 双 重 差 分 法 （ DID） 的 结 果 相 吻 合

（21% 左右）。其次，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受援地区农户人均食品烟酒消费、衣着消费、居住消费、

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交通通信消费，在对口支援实施后均有实质性改善，其中食品、居住和交

通通信的消费支出提升尤为突显。再次，本文采用农户家庭恩格尔指数这一相对贫困指标对上

述结果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政策实施使得本地农户收入和消费水平均有实质提升，并显著降低

了农户家庭恩格尔指数，这一结果与现有经济理论一致。

本文研究对于 2020 年后中国扶贫战略转型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具有实践意义。本文政策启示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

第一，本文研究表明，对口支援发挥减贫效应的关键在于，提升了欠发达地区农户基本生活

消费水平，这是评估政策有效性的最直观证据。当前，在欠发达地区消除绝对贫困实现整体脱贫

之后，扶贫工作的重心转向巩固和拓展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和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新阶段。根

据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对脱贫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 5 年过渡期，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

定。因而，在新的发展阶段，需要继续发挥对口支援制度对脱贫地区农户生活消费水平保持稳定

的基本功能。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障农户生活水平提升的可持续性，防止发生大规

模返贫现象。

第二，本文研究显示，农户的收入水平（如本地特色农业经营性收入和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

等），是保障其生活水平的重要来源。因而，在当前乡村振兴阶段，发展本地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

优势产业以及推进脱贫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是提升农户收入的重要路径。根据近期公布的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 年全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城镇化率为 63.89%（其中户籍人口城镇

化率为 45.4%），相较于 2010 年，当前的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 14.21 个百分点，但依然还有高达

36.11% 的人口生活在乡村地区。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政策的推进，中国城镇化率还有较

大的提升空间。通过推进城镇化，既可以提升农户进城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又可以逐步实现农村

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使其真正享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进而提升生活水平和品质。另一方面，

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农村资源会得到规模化利用，留在农村的农户人均可利用资源和收入会

得到提升，进而在人口流动中实现城乡人均收入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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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农户各项分类消费支出的区域对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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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现阶段乡村振兴过程中，依然需要注重政策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经济发展的

惠民性等基本目标。一方面，要依靠财政支持和对口支援建立具有地方特色和一定竞争力的现

代乡村产业体系；同时，也要警惕在此过程中出现新的收入差距扩大化。因而，乡村产业的发展

要在本地就业、收入分配和经济成果分享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普惠性，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

本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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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ovincial Counterpart Assistance and Improvement
of Farmers’ Living Standards：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ption

Xu M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Summary:  In 2021, the No. 1 documen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akes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n all-round way” as the focus of rural work in the future, and proposes “deepening and expanding con-

sumption assistance”. At presen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and enhan-

cing consumption are not only related to consolidating the resul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effective con-

nec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formation of a strong domestic market with the help of

consumer demand to drive supply, an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basis of consumption in the new dual-circula-

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Sexuality and leading role are the core propositions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4, this article uses a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counterpart assistance on the living consumption level of local farmers. The study finds

that counterpart assistance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per capita total living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rural households in aided areas, and the net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policy is about 21%-24%. The results re-

main consistent under multiple robustness tests.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counterpart support system and

policy practice to carry out mechanism identification a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urthermore, it uses the rur-

al household Engel’s Coefficient, a relative poverty indicator, to verify the above results.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counterpart assistance has increased the income level of farmers, and the decrease in the Engel’s Coeffi-

cient of farmers is not at the expense of the decline in foo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article are as follows: First, this article provides direct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important role of counterpart support in the proc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research has reference value for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transform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relative poverty stage after

2020. Second, compared with similar studies, this articl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policies on mi-

cro-poor households, and is more conducive to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ies. Moreover, this art-

icle enriches and expands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policy evaluation of China’s poverty re-

duction practices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 of inter-provincial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s.

Key words:  counterpart assistance； household consumption；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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